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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政府补贴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是长期以来政府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但现有研究对

该模式能否起到研发激励效用仍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骗补问题突出,使产业政策

有效性再次成为焦点。在梳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根据政策特性把补贴分为研发补

贴和生产补贴两个阶段,并通过计量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等实证方法评估其政策实施对新能源汽车企业

研发的激励效果。结果发现,强度较高的“生产补贴”研发激励效用远低于强度较低的“研发补贴”,两种政

府补贴方式都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最后,结合产业政策实施15年来的现实情况,提出补贴政策缓慢性

退坡、建立可信的惩戒机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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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imulate
 

enterpris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rough
 

government
 

subsidies
 

is
 

the
 

main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for
 

a
 

long
 

time.However,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bout
 

whether
 

the
 

model
 

can
 

stimula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entive,especial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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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frequently
 

used,resulting
 

in
 

"fraud
 

compensation
 

problem"
 

prominent.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new
 

energy
 

automobile,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bsidies
 

and
 

production
 

subsidies
 

in
 

two
 

stages,and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test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he
 

empirical
 

method
 

of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nergy
 

automobil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policy.The
 

result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ncentive
 

effectiveness
 

of
 

R
 

&
 

D
 

subsidies
 

with
 

higher
 

intensity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lower
 

intensity
 

R
 

&
 

D
 

subsidies,and
 

the
 

results
 

of
 

preference
 

distribution
 

also
 

support
 

this
 

conclu-
sion.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is
 

based
 

on
 

the
 

reality
 

that
 

industrial
 

polic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for
 

15
 

years,and
 

putting
 

some
 

policy
 

suggestions,such
 

as
 

slowing
 

down
 

subsidy
 

policies
 

and
 

establish
 

a
 

credible
 

disciplinar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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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发展新能源汽车替代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汽车,
既是各国解决日益严峻的能源瓶颈和环境危机等问题

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由于自身资源和技术条件等因素限制,我国新能

源汽车发展一直面临产业链条不完善、核心技术匮乏

的尴尬境地,较长时间内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改

善上述情况,从2001年起国家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推

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希望通过政府补贴形式弥补

企业创新活动中因外溢性和风险性带来的损失,进而

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底,政
府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范围覆盖了全国内地20个

省份和地区,补贴金额累计超过600亿元。从产业层

面数据看,2016年我国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50.7万

辆,较2014年同比增长550%,新能源汽车总保有量高



达109万辆,同比增长87%。
在政策激励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得以迅速扩

张,但高强度的补贴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效果如

何一直存在争议。新兴产业创新活动具有极高的风险

性和复杂性,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泄露和溢出作用导致

企业研发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效益,企业因而缺乏创

新动 力。政 府 部 门 需 要 制 定 各 种 政 策 促 进 企 业 创

新[1,2],同时政府与企业之间对创新研发过程存在信息

不对称[3,4]。因此,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用并

不是一定有效的,不完善的补贴政策反而会导致处于

信息优势的企业方在获取补贴的实际操作中,作出与

激励目标不一致的决策,如近期曝光的五洲龙、吉姆

西、苏州金龙等数家新能源汽车骗补事件,引发了政府

补贴对创新是否有效的争论。
较传统汽车而言,新能源汽车无论是复杂度还是

主体多重性都有很大的改变。就我国目前技术环境

看,像新能源汽车这样的新兴产业短期内面临着创新

不足与市场培育两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企业

补贴就成为政府干预产业发展较为普遍的手段,可以

较为直接地帮助企业解决资源短缺问题[5,6]。但补贴

能否起到引导企业创新的作用? 相关领域的学者从各

个角度解释和观察这一问题,但尚未能形成较为一致

的结论或共识。
笔者认为,在以下方面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第一,政府补贴研究多以传统行业为研究对象,对于新

能源汽车等高技术复杂度的新兴产业并不适用,其结

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一致验证;第二,对于补贴过程理

论,笔者了解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分为研发补贴

与生产补贴两种完全不同的补贴形式,通过这种模糊

假设分析得出的结论,其政策指导意义有待商榷;第
三,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实际上认为创新活动具有“黑
箱”性质,因此只要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干预与企业绩效

之间是正相关关系,那么就可以认定干预有效。但问

题在于已有研究表明,即使没有政府干预,新兴产业发

展初期在数据上看必然是显著为正的,这包括市场制

度和企业演化周期等多方面因素。仅仅对关联度进行

测度或对比无法将政策的“净效应”识别出来[7,8],更不

能得出较为严谨的因果关系和有说服力的结果。

1 研究假设、数据介绍及模型设定

1.1 关键假设

根据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9,10],受基础设施和动力

技术的限制,我国市场并没有对新能源汽车产生较强

的需求。据数据显示,支撑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主

要客户都是行政事业和公益单位,普通消费者对其反

应平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核心假设:
H1: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然处于产业发展起步

阶段,其市场需求对政策具有极强的依赖性。

新能源汽车研发补贴直接针对技术研发,即通过

科研立项的形式进行技术研发资金支持,其主要形式

是企业或科研单位申报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获得

补贴。生产补贴则不同,其补贴对象是汽车而非技术,
即企业申报完整车型,获得批准后,根据国家和地方政

府的不同政策对汽车销售与生产环节按量补贴,具有

范围更广、强度更高的特点。从数额绝对值和利润占

比看,本文认为生产性补贴是一种补贴强度更高的产

业政策,即:

H2:生产补贴强度高于研发补贴强度。本文分析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视角是以2009年为节点,分为

研发补贴和生产补贴两个阶段,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

能源汽车生产补贴,其补贴强度高于原有研发补贴强

度。

1.2 
 

变量选取

为对上述假设进行论证,本文采用汽车制造企业

层面数据,以期通过严谨的计量检验,评估产业政策对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行为的激励效果。如前所述,新
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起始于2001年,以2009年为节点

分为研发补贴与生产补贴两个阶段。从目前掌握的资

料看,两种政策有完全不同的效果,正是这种“差异”为
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基于上述划分逻辑,笔者整理了2001—2015年新

能源汽车企业和传统汽车企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数
据来源为wind和同花顺数据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由于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实证部分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及传统汽车产业是指其产业中上市公司,时间

限制在2015年以前。另外,因为数量较少和数据限制,
本文对于非上市企业暂不作统计。共检索了88家汽

车制造企业2001—2015年的全部财务数据,剔除数据

严重缺失(受公司披露信息限制)的样本,共获得有效

样本数9
 

845,满足一般实证检验的数据要求。
具体实证过程按照时间排序,首先在(2001—2015

年)一般性结论的基础上,以2009年为节点将其拆分

为两个阶段,对两个阶段数据进行分析,这样既满足在

整体上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也实现了对比两种政策执

行效果的目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更直观地对

比,同时为了避免重复进行方法简介,笔者选择将全期

间、研 发 补 贴 和 生 产 补 贴 政 策 绩 效 的 反 事 实 评 估

(PSM)过程放在实证部分的最后一节。
(1)变量选取、主要变量描述及模型设定。从已有

政策绩效评估文献看,对于定量政策评价多以行业增

长的绝对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但本文核心目标是考察

政府补贴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目前,政府补

贴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主流研究可分为两类:
一是挤出效应,政府补贴行为会引起企业投资减少;一
类是激励效应,政府补贴方式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为衡量政府补贴方式的影响,本文借鉴周亚虹[10]、傅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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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等[11]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定义,将企业研发投入占企

业当年营业收入的百分比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11]。这

是因为采用比例形式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时间效应和

通货膨胀等因素对数值的影响,从而使数据更加稳定。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的

划分,即引入虚拟变量New(新能源汽车取值1,其余为

0)的合理性。基于新能源汽车的实际发展情况,本文

主要划分依据是“863计划”和相关企业年度公报、新能

源汽车补贴目录。概念上来说,新能源汽车包括除化

石燃料发动机外的其它能源汽车,包括燃料电池、氢
能、太阳能和混合动力汽车等。同时,为避免重复统计

和歧义,本文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概念范围包含专门设

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和由传统汽车企业转型而来的新

能源汽车企业。在实际操作中,笔者将汽车制造业板

块的企业进行了综合筛选,将其进入上述“计划”、“目
录”及企业公报的年份作为划分依据,筛选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新能源汽车企业上市公司数量统计(2001-2015年)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2001 1 2006 2 2011 11

2002 1 2007 4 2012 15

2003 1 2008 5 2013 18

2004 1 2009 8 2014 19

2005 2 2010 10 2015 22

注:篇幅原因具体企业名称不作介绍,如有兴趣可向笔者索取

企业创新行为的根本动机是为了追求利润或者说

是高额资本回报,而实际研发行为受本身经营状况和

资源条件的限制,经营状况包括其营业 收 入(Turn-
over)、负债水平(Rofal)和净利润(Profit),资源条件包

括企业资产(Property)、员工数量(Pep)和关键变量补

贴(Sub)。同时,新能源汽车企业是整个汽车制造业中

的优质企业,这一观点体现在企业规模和经营环节数

据上,因此将企业规模和经营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是符

合实际情况的做法。

表2 变量选取与计算方法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缩写 单位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研发强度 lnRP -
(当年研发投入/当年营

业收入)*100取对数

Wind数据库及公司

财务报表

关键变量

政府补贴 Sub - 政府补助+税收返还
Wind数据库及公司

财务报表

是否新能源汽车 New -
新能源汽车为1,否则

为0

补贴目录、企业公报

及相关规划

营业收入 Turnover 亿元人民币 -
企业经营 净利润 Profit 亿元人民币 -

Wind数据库及公司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率 Rofal - 负债/资产

企业规模
资产总额 Property 亿元人民币 - Wind数据库及公司

财务报表
员工数量 Pep 千人 -

时间变量1 Year1 - 2001-2015年 -

其它 时间变量2 Year2
2009-2015年为1;其
余为0

-

公司 Cam - 详见文字说明 Wind数据库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财务数

据,且主要变量选取未进行大量转化处理,因而主要计

量模型借鉴了一般财务数据处理的线性方程[12],如式

(1)所示。
lnRP=C+β1Newit+β2Subit+

βiothersit++β7year+εit (1)

2 实证及经验支持

2.1 全期间评价(2001-2015年)

以上分析结果仅是统计指标层面的分析,具有片

面性,并不能有效说明问题。因此,仍需借助专门数据

处理工具进行分析。从直观数据看,新能源汽车产业

与传统汽车产业的研发强度差距不大,但在后续计量

处理中两者差别较大,这是因为企业规模偏差导致统

计指标的“均值效应”。

由于统计口径和上市公司公示制度的限制,导致

在研发补贴阶段即2001—2008年的数据统计过程中出

现大量缺失项目,这些缺失项目有待下一步研究进行

补充。通过与企业部分互联网信息比对,并借助统计

分析软件数据处理功能剔除该阶段大量无效和异常数

据,甚至剔除了部分样本,最终得到的结果以面板数据

统计特征的形式呈现在各表中。
从简单的线性回归入手,首先从整体上看产业政

策是否激励了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行为。由于是全期

间评价,为体现区间划分和时间效应的控制,将变量

“year2”作为控制变量添加到模型中,则这一阶段使用

的计量模型调整为:
lnRP=C+β1Newit+β2Subit+β3Turnoverit+

β3Profitit+β4Rofalit+β5Propertyit

+β6Pepit+β7year2+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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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类)结果

变量
新能源汽车企业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传统汽车企业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lnRP 5.169 1.22 180 5.556 0.9160 460
Sub 3.059 5.807

 

264 0.3516 0.6898 534
pep 14.871 31.005 292 3.532 4.830 643

Property 213.80 535.003 305 29.70 56.909 665
Turnover 240.35 735.15 304 24.459

 

65.328 667
Rofal 58.795 16.405 306 47.030 18.345 684
profit 14.095 49.245 307 1.748 5.8584

 

684
New - - 307 - - 681
cam - - 307 - - 974
Year1 - - 307 - - 974
Year2 - - 307 - - 974

注:表中由于上汽集团的“Property”和“Turnover”的值较大,导致新能源汽车行业对应值大于传统汽车,但并没有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因此保留

  将全部(新能源汽车企业与传统汽车企业)数据导

入Stata中,按照规模和经营层面数据依次添加变量进

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研发强度激励效果

被解释变量 lnRP lnRP lnRP lnRP
解释变量 (1) (2) (3) (4)

Sub
0.0252**

(2.22)
0.0478

 ***

(4.16)
0.0633***

(5.46)
0.0545

 ***

(5.04)

Property -
-0.0004***

(-5.97)
-

0.0018
 ***

(4.46)

Pep -
0.0027***

(2.27)
-

-0.001
(-0.73)

Turnover - -
-0.0009***

(-3.46)
-0.002***

(-6.65)

Profit - -
0.009**

(2.34)
0.0073**

(2.35)

Rofal - -
-0.0113***

(-6.12)
-0.0122

 **

(
 

-6.50)

new
-0.2791**

(-2.22)
-0.2854**

(-2.27)
-0.0199
(

 

-0.18)
-0.033

 

(-0.30)

cons
5.5202***

(134.44)
5.499***

(128.94)
6.02***

(75.23)
6.028***

(73.75)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统计量 3.15 13.24 29.30 20.64

注:括号内为对应变量T值,*、**、***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

著性水平,下同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笔者发现:在控制个体效应和

时间效应的前提下,无论控制变量如何变化,政府补贴

政策与企业研发强度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表4中列

(1)-(4))。且根据稳健性检验原则,在调整变量后结

果一致,则可认为计量结果是稳健的。但是笔者注意

到,其相关系数β2的估计值最大为0.063
 

3。按照设定

的对数模型,补贴每增加1个单位(亿元),企业研发强

度提升0.063%。
如果将补贴视为一种政府投资行为,那么新能源

汽车补贴政策带来的创新激励作用的边际效应并没有

达到预期。在表4的(1)-(4)列中,变量“New”的 β1
估计值为负,而且随着规模和经营代理变量的依次添

加逐渐变得不显著。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带来的研发激励效应并没有明显高于传统汽车行业,
在一定程度上也侧面反映了补贴政策未达到高效率状

态。综上,上述计量结果显示,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强

度并未因高额补贴而显著提高。
再看其它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前文提到企

业研发行为受自身资源规模和经营状况的限制,在控

制所有变量后,笔者发现,研发行为与其自身总资产

(Property)、利润(Profit)高度正相关,即 β5 和 β3 估计

值显著为正。但企业员工人数(Pep)与研发强度成反

比,这一点笔者在查阅相关财务理论和企业报表后未

找到合理解释,因此留待后续研究解释。资产负债率

(Rofal)和营业收入(Turnover)分别反映了企业负债水

平与经营规模。其中,资产负债率显示企业的主要资

金来源,当负债水平较高时,其研发强度必然会受到不

利影响,所以 β4 的估计值为负数。虽然汽车企业近10
年来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但新能源汽车企业具有的复

杂性及风险性导致研发投入难以维持较高的比例,所
以接近于零的负相关性符合基本规律,这也与周亚虹

(2015)的结论基本一致。
当然仅仅是模糊的回归并不能有效说明问题,原

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以2009年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两种完

全不同的补贴方式不能混为一谈。其次,最小二乘法

和面板回归识别都是简单相关关系,并不能有效识别

政策实施带来的净效应,也面临结果不稳健的问题。
最后,从模型估计看,尽管F统计量显著性水平较高,
但系数水平并不高,没有将问题完全显示出来。因此,
本文通过分段估计和反事实估计弥补以上缺陷。

2.2 研发补贴阶段(2001—2008年)

由于前文已经介绍了背景变量,所以这部分不再对

背景变量等进行赘述。这一阶段变量选取和计量模型

设定仍然参照上一环节,但不同于全期间评价需要对时

间效应进行专门设定,该阶段直接将2001—200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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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并进行计量分析。相似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RP=C+β1Newit+β2Subit+β3Turnoverit+β3Profitit

+β4Rofalit+β5Propertyit+β6Pepit+εit (3)
  主要变量统计指标如表5所示。

表5 2001—2008年变量统计指标(分类)

变量
新能源汽车企业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传统汽车企业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lnRP 4.1648 1.7338 39 5.1564 1.217 47
Sub 0.546 1.148

 

111 0.1311 0.2401
 

97
Turnover 82.61 13.22 151 11.838

 

12.48
 

235
Rofal 54.57 17.08 153 52.292 15.033 247
profit 3.95 7.936 154 0.4669 0.8834

 

246
pep 6.2745 10.8625 141 4.263 7.053 218

Property 76.83 138.57 152 17.760
 

18.02
 

228
New - - 153 227
cam - - 153 - - 235

  笔者发现,这一阶段企业经营及规模数据均小于

全期间,但企业研发占比并没有下降,侧面印证了前文

分析的由于补贴阶段变化而导致的“均值效应”。对于

数据缺失部分不再进行赘述。本文从最基本的回归开

始分析。
表6 2001—2008年回归结果汇总

被解释变量 lnRP lnRP lnRP lnRP
解释变量 (6) (7) (8) (9)

Sub
 0.445

 

1***

(3.99)
0.170

 

81
(1.12)

0.677
 

7***

(
 

8.67)
0.434

 

6
 ***

(5.05)

Property - -
0.001

 

3*

(1.74)
-0.006

 

41***

(-2.80)

pep - -
-0.034

 

1***

(-7.39)
0.010

 

6***

(3.00)

Turnover -
0.002

 

4***

(3.82)
-

-0.038
 

9***

(-8.15)

Profit -
0.127

 

7***

(3.06)
-

0.146***

(3.26)

Rofal -
-0.009

 

1
(-0.98)

-
-0.009

 

8
(-1.04)

new
0.412

 

7
 

(0.84)
0.706

 

9
(1.45)

0.406
 

8
(0.78)

1.08
 

4**

(2.35)

cons
1.832***

(12.30)
2.175***

(3.88)
1.8525***

(11.77)
2.267***

(4.02)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统计量 8.63 12.02 27.39 25.12

  表6显示在调整参量后,结论仍然是稳健的。但

相对于全期间,这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有一些重大变化。
补贴与企业研发相关系数β2的估计值由0.063上升至

0.68,也就是说补贴每上升1个单位(亿元)可以对应企

业研发强度的变化为0.68%。笔者在查阅经济学和财

务相关资料后,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这一阶段的汽车企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企业

规模偏小,作为新兴高科技产业,新能源汽车研发补贴

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往往较高,而企业规模变大后会

导致其边际效应下降(待下一环节论证)。
(2)系数显著提高与研发补贴形式相关。这一阶

段适用的研发补贴是通过立项激励技术创新,因为是

事前补助和成果奖励,所以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

研发风险。企业愿意通过政策导向,将更多的资源投

入研发阶段,用于技术储备、化解同质化产品产能过剩

问题。尽管研发强度系数并不高,但可以肯定研发补

贴对当时新能源产业科研产生了激励作用。
(3)线性回归无法分离由产业发展带来的其它因

素对结果的冲击,还有政策的地区偏好等问题。本文

通过最后一个环节与传统汽车产业的反事实估计,以
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形式再作解释。

另一个关键变量“New”在这一阶段的回归中变得

逐渐显著。在加入所有变量后,发现划分新能源汽车

的重要变量“New”的估计系数 β1 在5%的显著性水平

下为1.084,说明与传统汽车制造业相比,产业政策在

新能源汽车制造业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结果,当然也与

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较少和企业本身资源条件导致的

政策偏好有关。其它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全期间的结果

基本保持一致,除资产负债率(Rofal)显著性水平较低

外均比较显著。

2.3 生产补贴阶段(2009—2015年)

前文提到,为进一步配合国家环境治理相关战略,
自2009

 

年1月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扩充新

能源汽车产量,主要包括《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和《十城

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等。这标

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关注对象由研发技术

端向市场端演变,因此以2009年作为划分补贴政策的

“分水岭”。
笔者仍然将2009—2015年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

据单独截取出来作为研究样本,其主要统计指标反映

如表7所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这一阶段 上 汽 集 团 营

业收入剧增,且资产数值远大于其它公司,因而导致

方差数值过大,但这一方差数值仍处于可接受范围

内,并不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在参照组中,广汇汽车

由于业务变化,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863亿元人民

币,较上一年度增长20
 

102.80%,属于异常值,因而

需要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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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指标可以看到,“生产补贴”阶段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改变:一是样本量扩大,这得益于该阶段

企业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和公开财务数据制度的健全;
二是补贴数额迅猛增长,这是因为这一阶段补贴政策

已经由“研发补贴”转化为强度较高的“生产补贴”,新
能源汽车企业通过扩充产量的方式得到大量补贴,对
应营收和利润也发生巨大变化,但补贴强度变化仅上

升1个单位。
表7 2009-2015年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新能源汽车企业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传统汽车企业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lnRP 5.4402 0.8529 141 5.6022 0.8654 413
Sub 4.882 7.031

 

153 0.4003 0.7456 437
Turnover 396.033 1005.48 153 30.77

 

79.223 440
Rofal 63.016 14.574 153 44.056 19.369 437
profit 24.301 67.894 154 2.4676 7.1945

 

438
pep 22.89 40.25 151 3.156 3.073 425

Property 349.87 718.321 153 35.93
 

68.18 437
New - - 153 435
cam - - 153 - - 435
Year1 - - 154 - - 454

  参照上一部分,首先进行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前述设定的研究逻辑,由于考察的

核心问题没有变化,因此这一阶段的具体变量和模型

不需要作对应变更,仍适用模型(3),即:
lnRP=C+β1Newit+β2Subit+β3Turnoverit+

β3Profitit+β4Rofalit

+β5Propertyit+β6Pepit+εit (4)

  其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2009—2015年计量回归结果汇总

被解释变量 lnRP lnRP lnRP lnRP
解释变量 (9) (10) (11) (12)

Sub
0.0151
(1.51)

0.0351***

(3.34)
0.0556***

(
 

4.91)
0.0437

 ***

(4.18)

Property -
-0.0004***

(-6.49)
-

0.0016***

(3.87)

pep -
0.0033***

(3.05)
-

-0.00017
(-0.13)

Turnover - -
-0.00092***

(-3.70)
-0.001

 

84***

(-6.14)

Profit - -
0.0081**

(2.47)
0.0057*

(1.75)

Rofal - -
-0.0114***

(-6.30)
-0.0122***

(-6.57)

new
-0.1772*

(-1.69)
-0.1956*

(-1.88)
0.0222
(

 

0.21)
0.009
(0.09)

cons
0.8856***

(22.40)
0.8704***

(21.21)
1.383***

(17.63)
1.381***

(17.19)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统计量 1.72 14.94 40.07 20.57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先解释关键变量,笔者发现这

一阶段的“Sub”在全部模型估计中保持极高的显著性

水平,但 β2 的估计系数仅为2001—2008年的1/10左

右。结合问题背景,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补贴政策变化。这一阶段使用的是“生产补

贴”,该政策的特点就是企业可获得的补贴数额取决于

产销量而不是技术专利。这种补贴方式确实使得新能

源汽车销量得以迅速提升,但是当补贴额度大于生产

带来的利润时,企业将调整其经营策略,将更多的资源

投入生产环节,从而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个别企业

甚至不惜释放虚假信号,通过虚报产量和以次充好骗

取补贴。这点已有国内外学者借助各种工具作过详细

论证,他们称之为“补贴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2)线性回归未能准确反映经济环境。包括2008

年经济危机在内的诸多复杂原因导致后来的经济大环

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杠杆收紧、出口锐减和市场疲软预

期导致大多数企业选择将手头资源快速变现,甚至不

惜牺牲原有盈利水平以保持市场规模,保守的经营策

略对这一阶段的企业研发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综合表8中列(9)-(12)看,随着变量依次添

加,另一个关键变量“New”在前两列中仅在10%水平

下显著,且系数绝对值逐渐缩小,远低于2001—2008年

回归结果的1.084。综上所述,相对于研发补贴阶段,

2009—2015年的线性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补贴产业政

策并不是有效率的。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补贴方式角度看,基于研发端补贴的创新激励

效用高于生产性补贴,边际效用更高。或者说,补贴强

度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行为的激励效用边际递减。
联系新能源汽车的实际看,上述数理结论可以有

如下解释:首先,对于政府重点扶持行业,企业收入主

要包括利润和补贴两个部分,而当补贴所占收入比例

过大甚至超过真实研发收益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

业将有动机调整经营策略。再加上只有补偿机制而没

有惩罚机制,造成企业“为了补贴生产”的尴尬局面,从
而导致补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其次,新能源汽车补

贴策略由研发补贴转化为高强度的生产补贴,不再关

注企业自有技术,而是更加重视企业产量和行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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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更有动机直接购买技术,且购买技术的费用还

可以因为补贴而间接得到支持。部分学者认为,这是

因为新能源汽车处于特定发展阶段导致的,因此这个

问题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根据分析结果和现有文

献,目前行之有效的政策调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补贴政策缓慢性退坡。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补

贴政策已经实施了15年,企业研发和生产已经对该政

策产生非常强的依赖性,此时若直接停止补贴行为,虽
然可以有效制止企业骗补行为,但之前的投入所取得

成果将随之流失。因此,实行缓慢的补贴政策退坡既

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也是解决补贴挤压研发的有效方

案。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国务院已经发文限定地方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数额不得超过中央补贴数额,
这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对补贴政策缓慢性退坡的支持。

(2)建立可信的惩罚机制。前文分析多次提到没

有惩罚机制而只有补偿机制是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敢

于承担骗补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可信的惩罚

机制是规范补贴行为的保证。可信的惩罚机制应该包

含以下原则:①警告性原则,即明确有关法律和法规是

严肃的,违反法律的企业会受到实质上的处罚而不仅

是补偿骗补数额;②必然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不论企

业在任何时候触犯法律法规,一定会受到处罚,而且处

罚程度与违反规则的强度成正比;③具体性和可执行

性原则,应该明确规定哪些是触犯法律法规的行为及

相应处罚程度,并且惩罚机制是具体可执行的。
(3)技术资产证券化。新能源汽车研发资金匮乏

也是企业对政府补贴严重依赖的重要原因。据笔者了

解,新能源汽车企业在资金匮乏时,主要通过其它业务

补偿、政府补贴和负债解决,尽管政府试图通过设立

“新三板”解决社会资本直接参与融资渠道的问题,但
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以灵活性更高的民间

资本替代政府补贴也是解决补贴问题的重要思路。技

术资产证券化,即将技术研发作为投资产品向公众出

售,将未来预期利润以折现方式转化为当前研发资金,
其中降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尤其是海外私募投资基金

进入门槛都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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